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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的《新城市议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

“范式转变”。但是，对“安全、韧性、可持续和包容城市”的新呼吁仍然依赖指标等旧方法论工具、智慧城市

等技术管理解决方案和无效的生态现代化范式的体制框架。在这个旧框架内追求新的城市范式只能起到类似免

疫的作用：它为公民和环境接种“疫苗”，以便他们将来可以承受更大的不平等和退化风险；它参与解决全球社

会—环境不平等问题，但收效甚微。诚然，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社区拒绝接受这些免疫学方法。相反，他们

打破了路径依赖性，并建立了获得住房、医疗保健及卫生设施等的有效替代方法。真正的智能解决方案和真正

的社会革新不在建立共识的行为中，而在这些持异议的做法中，它是能够反映什么问题才是迫切需要被解决的

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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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化的绿色：指标与智能技术是生态

现代化前景不断受挫的象征
2016 年 5 月，荷兰环保组织荷兰地球之友

（Milieudefensie）报告称，阿姆斯特丹、马斯特

里赫特（Maastricht）及鹿特丹部分地区糟糕的空

气质量已违反欧盟标准，达到了使公民面临危

险的污染水平 [1]。一个月后，报纸发布了一篇

有关智能技术新案例“树 Wifi”（TreeWifi）的文

章：介绍了一种可对空气污染作出反应的鸟屋，

当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它可以发出绿光并为

路人提供免费 Wifi。荷兰设计师及发明家约里

斯·拉姆（Joris Lam）表示，他的愿望是“寻找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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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鸟屋可以帮助改善阿姆斯特丹的空

气质量吗？”，最简单而直接的回答是不可以。

智能鸟屋（或者其他任何智能技术）无法改善

阿姆斯特丹（或其他任何城市）的空气质量。

事 实 上， 智 慧 城 市 和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不可能成为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本身是问

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追踪智能技术的整个

社会—环境循环，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些

技术真正的“可持续性”。例如，钶钽铁矿

（钶铁矿 – 钽铁矿的复合铁矿）是所有移动通

信电路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金属矿石价格

约为 0.4 万 ~2 万人民币 /kg（600~3 000 美元 /kg）。

然而，全球超过 18% 的钶钽铁矿来自刚果民

主共和国，并且是手工开采的。联合国一再

报道说这类开采是对当地环境及人民的高度组

织化剥削 [5]。那些有能力变得“更智慧”的城

市的可持续性却直接依赖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环

境及生计的破坏，而这只是众多案例之一。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智能技术的整

个社会—环境循环。现如今我们开始评估数

十年来政策框架及治理实践的整个社会—环

境循环，它们都是通过可持续性指标及“智

能”监测技术追求“绿色”发展议程 [6]。现

有证据充分表明，“绿色”发展议程正推动

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出现新形式的

流离失所及“环境 / 生态士绅化”[7-9]。一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国 际 特 赦 组 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 2015—2016 年度关于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移民劳工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对

阿布扎比（Abu Dhabi）后碳城市化典范马斯

达尔（Masdar）“生态城市”的“可持续性”

资质提出不同意见 [10]。马斯达尔的建成被誉

为生态现代化王冠上的宝石，然而这颗宝石却

依赖于在其他地方近乎奴役的劳动条件下开采

矿产资源，并且雇佣移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本地劳工不能接受的工地环境工作，他们

工资过低且往往没有保险 [11]。同样，印度总

理莫迪将智慧城市推广为印度的发展引擎的计

划也产生了令人质疑的社会—环境结果。这充

其量是一种“企业家城市化”的形式 [12]，却未

能制定出一套综合性的替代政策来解决众多问

题，包括与该国殖民历史相关的问题 [13-15]。这

些言论通常被誉为可以促成彻底变革，但它们

却不会真正改变任何情形。

然而，通过指标框架及智能技术追求可

持续发展而导致的不良结果并不局限在发展

中国家。Greenberg 记录了著名的“生态乌托

邦”（ecotopian）旧金山湾区如何使其可持续发

展指数上升，同时又成为美国最昂贵且不平

等的地区之一 [16-18]。Heynen 等 [19] 通过将密尔

沃基（Milwaukee）城市树木的空间分布不均与

种族的空间数据联系在一起，展示了数字和

指标量化的绿化在社会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因此，总的来说，通过追求“更智能”

的检测技术及更好的绩效指标，使我们在应

对解决全球社会—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时

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20]。但是，我们仍在继续

追求发展更加智慧的城市发展及更复杂的指

标设计，仿佛这本身就会对全球生计及环境

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一直将自然视为一种通

过公园、屋顶绿化等形式可以注入城市中的

事物，一种可以在城市中种植以提高可持续

性并带来和谐生活的具有美感的人工制品

（就像智能技术一样）[21]。我们一直将“智慧”

城市与“可持续”或“公平”城市等同起来。

《新城市议程》（The New Urban Agenda）

就是一个例子。在《新城市议程》正式发布

前的预备文件中就已存在将智慧城市等同于

可持续城市或者公平城市的逻辑。其中之一

是 2015 年联合国智能可持续城市焦点小组

（United Nations’ Focus Group on 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FG-SSC）的报告①。该报告指出了“一个

公认的真理，即拥有良好的信息通信技术基

础设施的（智慧）城市也一定是可持续的”[22]。

但是，我们是何时、以何种方法、依据

何种证据得到了这一“公认的真理”，即“智

慧”城市等于“可持续”或“公平”城市？

上面的引用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创造的神

话当作真理。因为我们在没有证据表明的情

况下就将我们的工作假设直接视为“真理”，

我们已经将“智慧”与“可持续”画上等号。

简而言之，我们一直在做糟糕的科学。因此，

当数据收集及监控的“智能化”成为一个目

标本身以及城市设定发展框架的前提，关键

的问题是《新城市议程》以及可持续发展目

一种简单的方法将空气污染可视化，以便市

民在主观情感层面就可以理解，而不必采用

挖掘数据和地图的方式”[2]。然而，这篇以“树

Wifi”为主题的报纸文章所期望的却远不止是

情感层面的理解，正如标题《“智能”鸟屋可

以帮助改善阿姆斯特丹的空气质量吗？》的问

句所暗示的，这个设计也许是一种解决空气

污染的方法。

媒体及政策制定者喜欢智慧城市及智能

技术。这些技术收集数据并将其输入环境监

测框架，使得关于可持续指标的报告变得更

容易，且已成为我们所承诺的生态现代化前

景的象征。而这个前景即通过永久提升技术智

能性以及不断监测和改进我们的可持续性报告

及指标，最终抵消我们对全球社会—环境造成

的破坏。例如，《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

风险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对“（可）向框架报告

的最低数据”有严格要求 [3]。这意味着，要变

得足够“智慧”以便可以在地方及国家层面进

行收集、输入及验证数据，这已经是各国成

为这种发展框架一部分的先决条件。私人倡

议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IBM“智慧城市大挑

战”（IBM Smart Cities Challenge Programme) 将

“控制环境”的需求等同于“进行（相关）信

息的系统收集”的需求，并将“加强协作能力”

的目标转化为优先“构建用于信息和数据获

取的通用设备”[4]。

数字及指标量化的绿化体系，或者说将

社会—环境问题转化为“智能”监测和基础

设施的技术 [4]，意味着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追求与对智能城市的追求越来越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智能技术管

理系统视为解决全球社会环境问题的灵丹妙

药，对于可持续性框架的追求与对智能技术、

智慧城市的追求之间产生了一种直接的路径

依赖（且相互依赖）的关系。

当可持续指标无法实现进一步改善时，

则推动了新智能技术或治理技术的开发，其有

望弥补我们的损失。但这是一个屡屡无法实现

且屡屡受挫的承诺。遵循可持续发展研究及政

策议程的人都十分了解，智慧城市并不等同于

可持续城市。对于那篇报纸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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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对

城市的日益关注② [23]，能否改变这种简单且逻

辑上存在缺陷的辩论和实践？

2 《新城市议程》：改变“什么”（What）

而没有改变“方式”（How）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

三大会）的《新城市议程》和 2016—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③，都

被誉为是对城市学者一直系统地争论和记录

的问题的一种认可—即我们必须解决城市

化进程，才能解决全球社会—环境问题 [24]。

数十年来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住房、城市

交通、卫生、空气质量检测、废物管理、文

化及自然城市遗产等），最终以某种方式被纳

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中，即“建设包容、安

全、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④。这

一目标在《新城市议程》中也同样被提及 [25]。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当涉及需要改变“什

么”（what）时（如 Barnett 和 Parnel 的讨论 [26]），

《新城市议程》的确扩展了概念框架。因为它

认识到城市不仅是问题，也是推动具有广泛

深远影响的政策变革的机会 [27]。但是，尽管

城市是“什么”以及该语境下可持续发展意味

着“什么”发生了概念上的转变，但在“方式”

（how）方面，《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 11（使城市“安全、韧性、可持续和包容”）

的呼声似乎已经被过去相同的研究议程、相

同的政策和方法框架所挟持。尽管《新城市议

程基多执行计划》（“ Quito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New Urban Agenda”）称赞了新的“城

市范式转变”[28-29]，但像城市繁荣倡议（City 

Prosperity Initiative）之类过去效率有问题的方

法已在人居三大会上重新启用，并且正在进

行“修订和测试……以适应《新城市议程》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人居三大会致力于

在过去（失败的）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进一

步加强“系统地监测和报告”，建立更复杂和

“定制的监测机制”，以衡量“《新城市议程》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30]。“获取科学、技术、

创新和不断增强的知识共享”再次成为《新

城市议程》的重点 [25]17，“智慧”城市框架比

“可持续”城市更为重要（尽管现在也包括“韧

性”“包容”和“安全”城市）。可以预见的是，

《新城市议程》提出的政策和研究议程同样依

赖于旧的（曾经尝试过但经常失败的）路径，

因为它们仍旧专注于同一组问题：

1）我们该如何为最佳的指标构建模型，

在监控“可持续性”的同时监控“包容性”“安

全性”“韧性”？

2）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大数据，找

到最智能的技术来收集数据，为我们优化的、

永远需要大量数据的建模做准备？

3）我们应该寻找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的解决方案？

4）我们应该信任市场（的效率和有效性）

还是相信人民（的非理性选择、问责制和包 

容性）？

因此，尽管《新城市议程》改变了人们

理解的城市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但关键的研究和政治“问题”仍然是相同的。

方法论工具（methodological tools）和体制框架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也是如此。尽管我们

将城市视为一种过程，并将资源、人、环境、

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视为机遇而不是难题 [26]，

但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方法论工具和体制框

架迄今仍然没有改变。

使用这些失败框架很难让人相信《新城市

议程》能从根源解决问题。这样做就必须认识

到，一个地区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导致另一地区

的社会—环境破坏；在布鲁塞尔成功安装智能

监测技术，很可能意味着对刚果社会—环境

的进一步破坏；伦敦电子产品回收的成功很

可能意味着向印度出口危险电子废物的增加。

现如今，我们可以总结我们在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政策和研究实验方面的重要经验，

也意识到追求一套完美的可持续性指标和技

术管理解决方案来抵消全球城市社会—环境

问题的陷阱。我们还坚持认为社会—环境平

等可以简化为包容性指标吗？社会福利可以

简化为韧性和安全性指标？或是环境保护可

以简化为可持续性指标？

3  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无知的终结
如前所述，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文件证

明，继 1987 年《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令人兴奋和乐观之余所进行的政策、

体制和技术试验，并未实现该报告所构想的

“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证明，追求一套完

美的可持续性指标以及技术管理解决方案来

监测这些指标，并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缓解全球社会—环境的问题。我们还目睹了

以“理性选择”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做

法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大规模

私有化计划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完善的基

础设施、被毁的传统的供水网络以及耗尽的

公共资金 [31]。这些计划甚至失败到使世界银

行（World Bank）成立了一个检查小组，对那

些世界银行自己资助的而产生了负面影响的

项目追究责任 [32]。同时，我们对以下现象进

行了查证、研究和归档。当通过放宽信贷途

径（私人贷款和抵押贷款）来获得更好的住房

教育或医疗卫生服务，从而将社会福利变成私

有服务时 [33]，就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环境灾 

难，这其中包括欧美的次贷危机和访客被驱逐

危机（evictions crisis）[34-35]。

对这些失败案例的大量解读可能会为这

些过去的做法贴上“ faux frais”（意外开支）的

标签；那些早期的方法、政策和技术框架被认

为是实验阶段或新生事物所附带的天真或无

知的托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现在

知道得更多了。可持续发展已经成熟。过去

的方法和政策工具是“新事物”所附带的托

词已走到尽头。过去的失败使我们更加精明、

更有见识。它们还应该使我们变得足够明智，

而不再声称可以将全球社会—环境平等、社

会福利或价值创造简化为指标。

那么，为什么尽管我们非常清楚政策、

经济、体制和技术管理框架已被证明行不通，

却仍要从同一个旧题材中选择我们的政策、治

理和研究工具？为什么尽管知道由技术管理解

决方案驱动的议程是行不通的，却仍在继续追

求它们？为什么尽管知道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

方案不能像“一刀切”的灵丹妙药一样起作

用，却仍在倡导它们是最有效的方法 [36] ？这

难道不是我们提出不同想法的时候吗？是时候

改变问题和方法了？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是，

现在是我们更换对话者的时候了。



55

专题：智慧城市设计与技术 / Special: Smart City Design and Technology

4  更换对话者？日益不平等的世界中

“异议”和假定平等立场的政策相关性
现如今以无知为借口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不能（在社会或环境方面）继续保持对失

败的方法和政策框架的路径依赖。那么，如

果我们认真对待过去的失败会怎么样？如果

我们既不是继续追求路径依赖，也不是继续

通过设计指标和智能监控解决方案来追求“安

全、可持续、韧性和包容的城市”，而是试图

摆脱固有的政策路径，会怎么样？如果在改

变我们理解的城市概念框架的同时，也改变

了我们的研究问题、方法论工具和体制框架，

会怎么样？

但是，为了改变工具、方法和问题，我

们需要更换对话者 [37]。我们需要集中关注

“谁”（who）在过去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目标

的设计实施过程中被压制了，以及“为什么”

（why）。我们需要打破固有观念，不只是听取

并参与通常怀疑导致城市环境变化的问题；且

不只局限于邀请顾问、规划师、设计师、政

策制定者、市场倡导者、技术专家和非政府

组织参与对话。

因此，与其尝试在普通利益相关者和

受邀参与者之间就《新城市议程》建立共识

（consensus），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监控“异议”

（dissensus）上。试想一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哪、

如何、为什么以及由谁引起了冲突（conflict）

和分歧。试想一下，不再忽略那些持异议的

做法所引发的新研究和新政策问题。正如以

下各节中所述，如果我们这样做，可能会发

现韧性、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并不是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4.1  超越韧性

《新城市议程》和人居三大会非常重视韧

性，主张引导人力资源、研究经费与政策创

新，以获取那些难以确定并能够完善我们韧

性城市模型所缺少的参数。但是相反，我们

可能会转移注意力，认真对待路易斯安那州

司法研究所（Louisiana Justice Institute）所长

特拉西·华盛顿（Tracie Washington）的发言。

她要求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停止称卡特里娜飓

风（Hurricane Katrina）和英国石油（BP）漏油

事件的受害者为“有韧性的”。“别再叫我有

韧性了”（stop calling me resilient）是她发起的

一次响亮呼吁的公众运动，并在新奥尔良广

泛传播。反对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一直称赞她

的社区具有韧性，华盛顿解释说：“每次您说：

‘哦，他们很有韧性’，（实际上）意味着您可

以做更多事情，（一些）对（我的社区）来说

是新的事情……我们并非天生具有韧性；我

们在特定条件下具有韧性，但我并不想变得

有韧性……（我想）解决那些（一开始）使我

们（需要）具有韧性的事物。”[38]

确实，华盛顿反对被称为“韧性”的说

法直接表明了当前韧性的定义和实践。例如，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与奥

雅纳咨询公司（Arup）合作推出的城市韧性指

标体系（City Resilience Index），将城市韧性定

义为“城市运转的能力，使在城市中生活与

工作的人们（尤其是贫困和弱势群体），无论

遇到任何压力或冲击依然可以生存及发展”[39]。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特拉西·华盛

顿的反对意见，那么我们将不再关注如何使

公民“无论面临何种压力或冲击”时都更具

有韧性，因为这仅意味着他们将来会承受更

多的苦难、剥夺或环境退化风险。如果我们

认真对待这一发言，我们则需要把重点放在

确定在一开始产生增强韧性“需求”（need）的

行为者和过程上，我们将尝试改变这些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韧性的重要学术

和政策研究表明，有必要将社会过程（包括社

区、领导、社会学习、网络、机构等的复杂

作用）纳入未来的方法设计和政策实践中以建

立韧性 [40-54]。这一研究体系带来了重要的批判

性见解；同时也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即是

否有可能完全模拟全球社会—生态变化，并

通过技术专家的解决方案来实现社会—环境

正义。但是，当前《新城市议程》中的韧性

建设框架仍然没有关注这些更广泛和更关键

的问题。

4.2  超越包容性

与《新城市议程》中处理“韧性城市”

相似的手段、方法和框架，也适用于处理“包

容”“安全”和“可持续”城市。2015 年 8 月，

联合国大会发布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紧接着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跨机构专家组

（Interagency and Expert Grou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dicators, IAEG-SDGIs）通过

了授权并制定了一项“全球指标框架”（global 

indicator framework），旨在“以平衡和综合的

方式涵盖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项

具体目标”[28-29]。

全球指标框架于 2016 年 3 月获得通过。

这意味着，甚至在人居三大会讨论的《新城

市 议 程》 草 案（2016 年 9 月 10 日） 发 布 之 

前⑤ [28-29]，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框架和

政策工具就已经在先前的政策和方法路径的

基础上确定了。确实，2016 年 3 月在纽约举

行的统计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会议

上，不同的团体⑥ [55] 对推动制定“新”指标

框架的参数和流程提出了质疑。然而，采用

基于指标框架的方法作为实现 2016—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手段，已被证明是失

败的，但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或进行更广泛的

辩论。甚至在随后的公开协商期（2016 年 

9 月 19—28 日），其主要内容即邀请各方就

“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架中有限指标的

可能改进”提出建议，也是一样 [56]。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越来越多的

公民和社区拒绝仅仅是“被纳入”（included）

预定义的政策框架中，并拒绝参与实现“包

容性”指标，而不是仅要求对话者完善通常

的“包容性”“安全性”“可持续性”或“韧性”

指标，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

罗马尼亚露西亚蒙塔纳（Rosia Montana）的罗

西尼（Rosieni）社区的行动—拒绝参加关于

如何使破坏环境和生计的新采矿项目变得更

“可持续”和更“有益”的讨论，会怎么样 

呢？实际上，罗西尼社区确实接受了最初的邀

请，与矿业公司和州政府当局坐在谈判桌旁。

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只是使现有不公正

做法合法化，并被动确立了角色和权力立场。

当应邀“被纳入”时，他们已经被赋予了明

确的角色：在制定发展目标和分配资源时，已

经不是平等的共同决策制定者角色，而是从属

角色，后者只能从金钱或其他补偿性做法中换

取作为破坏他们生计和环境的回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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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西班牙受灾

人口平台 PAH（类似罗西尼社区）的做法：坚

决不接受“被纳入”在预先设计的政策框架，

而非仅追求将完美的“包容性”指标添加到寻

求完美的“可持续性”指标的方法中，这将

会发生什么？ PAH 成立于 2009 年，目的是支

持西班牙因无法偿还抵押贷款而被逐出的家

庭（目前有 30 万户以上）[35]。PAH 不接受国

家或银行作为强权角色而有权驱散公民，然

后又将被驱逐的公民“纳入”住房讨论。相

反，PAH 将住房确定为所有人无可争辩的权

利。它认为，如果不授予这项权利，就不应

通过建立共识的框架进行谈判，这是务必要

采取的措施。

PAH 以 3 种不同方式为被驱逐的人收回

了这项权利：1）通过法律手段制止驱逐，从

而使驱逐成为国家和银行需要付出高昂代价

的行为；2）通过在驱逐过程现场中，由公民

（当事人）在场参与并构成强烈的身体对抗； 

3）通过占领银行拥有的空楼来安置被驱逐家

庭。简而言之，PAH 积极推动了一个进程，

使那些被驱逐者成为被关注的政治群体，不

仅得到安置，而且重获尊严。

4.3  超越错误可持续性困境（市场 VS 公

共管理）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将关于可持续性的

辩论和政策议程，从一直以来市场效率和公

共问责制的错误二分法中剥离出来，结果会

怎么样？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Patel 等 [58] 关于孟

买印度联盟（Indian Alliance）方法的论文，该

联盟 30 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社区实践，以提供

政府和市场机制之外运作的住房供应。

或者，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希腊塞萨洛尼

基（Thessaloniki） 的 136 倡 议 运 动（K136）、

“ SOSte to NERO”联盟以及其他民众组织

所提出的，将水重新定义为公众资源（the 

commons），而不是公有或者私有的。作为对

私有化号召的回应，公共水务公司工会提出

了新的设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协商将水作为

共享资源和人权的框架。K136 不是简单地对

即将进行的水务公司私有化提出抗议，而是

制定了一些做法和手段，让市民买下水务公

司，并使其在私有化时成为民众组织。“136”

实际上是指每个市民为了实现竞标所缴纳的

欧元数额。他们的口号是“付出 136 欧（约

1 050 元人民币）一次买回公共权益”（Buying 

back the public, 136 euros at a time）。

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

呼吁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呼吁一样成为乌托邦

式的愿景。公民联盟确实筹集了资金，并参

与了 2013 年塞萨洛尼基水务公司收购的公开

竞标，与苏伊士水务（Suez Water）和以色列

国家水务公司（Merkorot）等全球企业巨头同

台竞争。K136 在金融家罗伯特·阿普菲尔

（Robert Apfel）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私有化运

动（Margaret Thatcher’s privatization programme）

的前顾问乔恩·雷德伍德（Jon Redwood）的帮

助下，说服了 20 个国际投资者（包括比尔和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家法国合作银行和

意大利的银行）以 10 亿欧元（约 80 亿人民币）

担保他们的投标。这样一来，K136 给每个公

民带来了深刻的政治选择。是留着 136 欧元用

来购买 10 件衣服、5 双鞋、一部智能手机等，

还是将其变成实际资本。也就是说，他们有

能力决定城市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和分配。

尽管他们的出价被希腊共和国资产发展

基金 S.A.（ΤΑΥΠΕΔ）裁定为“非法”，但公

民水联盟通过将此决议告上法庭而停止了投

标过程，并在国际公投后阻止了市政水务公

司的私有化。这场与水资源相关的公民运动

（K136、SOSte to NERO 及相关非政府组织联

盟）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他们将公民从无

权的受“恩惠”对象转变为潜在的决策者，他

们可以通过提出分配和管理资源的替代性手

段来收回自己的公众资源。

5 《新城市议程》充当免疫角色：可

如果社区拒绝接种“疫苗”怎么办？
上文中描述的示例是普遍存在的社会

纷争的一部分，也就是全世界各地泛滥的有

异议、不满和分歧的做法。这些做法的共同

点是，它们明确指出了将韧性、安全、包容

和可持续等概念作为发展目标和实现全球社

会—环境平等手段的误区。即，这 4 个概念

都只具有分配或传递的属性：从当权者到达

需要者。因此，它们无法（通过设计）解决与

先决条件相关的问题，即使人和环境一开始

必须寻求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这些实践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充当

免疫角色 [59-60] ：它们为人和环境都接种“疫

苗”，以便他们将来能够承受更大剂量的不平

等和环境退化风险。追求这些目标也许可以

调和全球社会—环境不平等的某些后果。但

这对缓解不平等本身没有什么作用。

迄今为止，这种免疫学实践正是我们追

求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它们是生态现代化的

本质，但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通过指标和智

能技术来追求目标有时可能有助于抵消全球社

会—环境不平等的某些影响，但不能为当地

或全球社会—环境问题提供长期解决方案。

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社区拒

绝参加“免疫实践”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拒

绝被打造得韧性、包容、安全或可持续。他

们拒绝参与监控活动。相反，他们要求平等，

并且创造平等。之前提到的实践和方法的共

同点是，它们在使社区安全、韧性、可持续

或包容方面建立了新的“方式”（hows)。所涉

及的人员拒绝“被纳入”，因为他们有更多要

求。他们要求在制定发展目标以及改变体制

实践和框架方面成为共同决策者，并且他们

会根据这一要求采取行动。他们建立了替代

性的实践和方法，以及替代性的“方式”。他

们通过在日益不平等的世界中假定处于平等

立场来做到这一点 [61-64]。

当特拉西·华盛顿在新奥尔良各地宣传

“不要叫我有韧性！”时，她明确声明她（及其

社区）不准备接受这种方式的进一步免疫。他

们要求成为决策的一部分，从而改变那些从

一开始就需要建立韧性的做法。当希腊水联

盟发言人之一乔治·阿康托普洛斯（George 

Archontopoulos，公共水务公司工会代表）向

苏伊士水务首席执行官（塞萨洛尼基水务公司

的竞标者）赠送了一件印有水联盟反私有化口

号的 T 恤时，他表示她能从希腊得到的只有

那件 T 恤，但他的行为超越了作为公共水务

公司员工的普通存在。在这一行动中，当面

对全球最强大的水务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

时，他构建了平等的立场，因为他假定了这种

平等。他和他的同事以及更广大公民联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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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讨论如何“韧性”地面对私有化后可能

出现的裁员和减薪，而是将水权问题向前推进

了一步，不再仅是追求韧性、安全性和可持 

续性。

6  寻找“真正的”智慧城市：将“异

议”作为活指标
“有哪个社会死于异议吗？而我们所经历

过的，却有几个死于因循守旧。[65]”

上述提到的运动和发起者只是世界上的

一小部分，他们创立了打破先前从属地位和

做法的新方法 [66]。他们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

不符合现有的议程和辩论，因为这些议程和

辩论主要是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设计或管理和监测技术。但是，如果我们正

在寻找“真正的”智能解决方案和“真正的”

社会革新，那么它们就是这些运动所采用的

方法、实践和叙述，以及它们创立的管理共

享资源的替代性方式 [67]。

随着替代性实践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

推广，人们拒绝采用预先规定的开发实践或

预先确定的免疫方案。现在已是成熟而适当

的时机，更多关注来自社会“异议”（例如对

普遍存在做法的异议）的社会—环境创新和方

法，而不是社会共识。

与那些基于资金充裕的框架、在普通利

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共识而形成的方法不同，

从“异议”中形成的方法需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并且在需求迫切以至于公民为了可以把

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被迫承担起新的角色

时出现。因此，这些有关“异议”的事例和

做法有可能充当活指标（living indicators），成

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方向的指南针。潜

在的，从“异议”中形成的方法可以推动构建

解决全球社会—环境不平等问题的替代性手

段。这些人与环境的共同存在和共同运转的

新兴构想，可能提供比任何一套指标或技术

管理解决方案都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解

决城市人居环境中关于获得住房、医疗、教

育、水资源和良好空气质量的问题。

由于不断强调数据收集以及“需要系统

地监测和报告《新城市议程》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指标”，以便“做出更明智的决策”[30]，

提出不同问题已开始成为一种学术、政治和

社会环境领域的责任。系统地监测、记录和

评估“异议”驱动的实践和方法已成为一种政

治紧迫性。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实践，如

果我们使用这些活指标和方法，我们可能会

超越陈旧的指标框架和免疫实践，而向紧迫

性驱动的全球社会—环境平等框架迈进。我

们也许且很可能会再次失败，但至少我们尝

试过更好地失败。

（本文英文最初发表于：Kaika, Maria. ‘Don’t call me resilient 

again!’: the New Urban Agenda as immunology … or … 

what happens when communities refuse to be vaccinated 

with ‘smart cities’ and indicators[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7, 29(1): 89-102. https://journals.

sagepub.com/doi/epub/10.1177/095624781668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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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 FG-SSG 是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International Telecommumications Union-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ITU-T）的焦点小组，其主要从事信
息通信技术的研究。
② 以城市作为关注焦点的目标 11（“建设包容、安全、韧
性及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被列入 2015 年后发展议
程成果文件中，题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文件作为参考文献 [23] 的
附件，经 2015 年 8 月 2 日联合国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协
商一致通过。
③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 

transformingourworld。
④ 见 注 释 ③ 和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 

menu=1300#。
⑤ 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8—1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见参考文献 [28-29]。 

⑥ Muchhala 报告说，以孟加拉国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集
团（LDCs Group）于 2016 年提出了（其中一个）问题“指
标 17.8.1（个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因为它“没有实
现目标 17.8”，即“到 2017 年全面实施最不发达国家的技
术银行（technology bank）及科学、技术与创新能力建设
机制，并增强对赋能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
据报道，以泰国为代表的由 134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

国集团 + 中国”（G77 and China group）强调，“各项指
标应忠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应重新诠释其目标”。以荷

兰为代表的欧洲联盟强调了“方法上的进步与国际可比性”
以及“将指标纳入技术领域的重要性”。见参考文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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